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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视角下的长三角制造业生产率变迁与转型升

级
*1

戴一鑫 郑江淮

通过测算长三角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以及各要素对产值的贡献，发现资本的贡献作用略有减

小，但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比重。资本在异质的长三角制造业内部仍然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在投资驱动的制造业发

展模式下，TFP 成长受到抑制。本文认为提升 TFP 为供给侧制造业转型升级主线，将传统的 TFP 再分解为劳动生产

率、资本生产率与资源配置参照效率三部分， 发现长三角制造业资本生产率增长率较大， 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小，

要素配置参照效率在 TFP 增长中作用明显，且在不同技术特征的行业中作用有正有负。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资源配置

参照效率对 TFP 的变动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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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困境

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以及乡镇、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也是我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制造业规模、区域创新水平等位居全国前列。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以及我国经济转

轨进入新常态，长三角经济发展放缓，制造业也进入调整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长三角地区虽然是传统的制造业优势地区，但是制造业“大而不强”，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不足，企业的利润率相对偏低。
［1］

长三角制造业利润的增长瓶颈与长三角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不无关系。长期以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利润产生在具有比较优势的

劳动密集型领域以及传统的低端制造业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代工的过程中。即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进行国际代工，同时吸收

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加工生产的规模，主要从事低端的加工、制造、生产和装配。长三角制造业赖以生存的发展模式与国内

经济发展阶段和全球分工格局两方面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收入水平不高，一方面，根据需求引致供给的理论，制造

业企业主动去寻求生产低质量低技术的产品以满足特定时期的需求水平。另一方面，垂直化和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格局迫使中国

必须以自身的低成本要素优势生产低质量低技术水平的产品才能主动融入全球价值链，以分享全球化生产的红利。这种发展模

式的利弊十分明显：短期制造业企业无须关注产品研发与技术革新，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就能获取可观的利润；长期来看，转

型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机会成本更大，产品的竞争力将长期被锁定。

进一步，长三角传统的制造业产销模式也可从产品“供给侧”视角进行深入分析。长三角产品供给基本是低附加值低质量

低技术的产品， 短期来看虽然这些产品生产成本较低具备低廉的价格但一般会有可观的利润总量。
［2］

对于消费者低价格意味着

低质量低技术，大多数消费者可能仍然不愿意购买。因为价格传递了产品品质、技术含量的信息，因而低质量低技术的生产者

一定程度上可以模仿高质量高技术生产者的初始定价策略。然而这些产品几乎不会产生重复购买效应，抑制了催生持续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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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长三角制造业发展模式和产品特性即使依靠低成本优势竞争能够获取一定的利润，也难以演化出该类企业长期保持竞争

力的发展格局。
［3］

相反，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反而因为更多“重复购买效应”而攫取更多利润。在一定条件下，发达国家的生产者甚至

会牺牲短期利润，用收取低价的方法来吸引消费者同时逐渐显示其质量与品质。这样的情况下，消费者尝试新产品的心理成本

较低而因为产品本身的高品质未来购买的可能性有很高。因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产品能够迅速锁定高收入人群，加之产品差

异化的策略覆盖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面， 使得发达国家能够通过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获取大量的利润， 而其中很大一部

分继续被用于产品的研发以及品质的提升， 对于产品的精致化、品质化、高端化的提升则进一步拓展了市场。如此循环往复，

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长期保持竞争力，不惧新兴经济体低端制造业产品的挑战与冲击。

二、供给侧转型升级的主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传统视角上，经济发展动力无外乎来源于出口、消费、投资这三驾马车。基于需求侧推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在短期内能迅

速提升工业化水平，普遍适用于具有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然而，这种刺激的方式在国内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外部需求日益

不景气的情况下难以持续，对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将制造业的发力端转向供给侧是极有必要的，否则继

续依靠需求侧刺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果将会逐渐递减。

长三角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中等国家的收入水平， 亦即潜在的消费需求已经迈入中高端，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产生了较

高的需求。而长期以来的供给侧堆积的问题已经明显反作用于需求侧，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协调、不匹配现象日益明显，供给

产品与市场表现为不能适应需求的改变做出及时的调整，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

供给侧不能提供合意、匹配的产品以满足潜在的高需求，甚至可能造成内需不足的假象。实际上，需求与供给是一个硬币

的两面，解决当前长三角制造业发展困境，需求与供给两侧都需发力。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 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来优化调整制造业结构。通过供给侧端要素发力，有效提升 TFP，才能有效对冲和化解这些不利态势，才能有效化解长三

角制造业利润低薄的境况，亦能解决由于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等因素束缚引致转型升级动力不足的问题。
［4］

总体上，长三角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这与要素自身的供给质量有关，同时在供给体系内还

存在供需错配现象，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长三角制造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这些问题背

后，实质上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存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主线是：提高投入要素的供给

质量，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长三角制造业 TFP 的增长与要素贡献率

本文对长三角制造业 TFP 变迁进行大致考察，选择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率。在现有文献中，估

算 TFP 的方法很多，这里我们选择索洛残差法即生产函数法方法。在获得了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后，可以计算得到长三角制

造业 TFP 增长率，同时本文还计算了各要素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
［5］

表 1 2009—2015 年长三角制造业 TFP 增长率与要素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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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09—2015 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及笔者计算而得

2009—2015 年，长三角制造业 TFP 增长率都保持在 6.5%以上，且逐年小幅递增，2015 年达到 7.3%的水平，继而可以看出

长三角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因素的驱动能力在逐渐增强，并且 TFP 对于制造业产出的贡献作用也在不断加强，资本的贡献作用则

相对应的略有减小，但仍然保持了很大的比重，表明在投资驱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资本作用不断深化，资本是近年来制造

业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

为了更细致地考察 2008 年之后 TFP 的变化，本文将上述计算的参数代入索罗残差式，得到制造业不同技术特征行业的 TFP

增长率的变化以及要素贡献率情况。由于样本期较短的缘故，且三类制造业行业波动方差较小，要素贡献率基本稳定，本文考

察 2015 年的情况，表 2为 2015 年数据计算的结果：

截至目前，长三角制造业对于产值的贡献作用仍然是资本要素居首，尤其是以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技术制造业，资本

要素贡献率甚至高达 75%，TFP 的贡献则低至 13%，表明即使在异质的长三角制造业内部资本仍然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但同时，

在投资驱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下，TFP 的成长受到抑制，传统低端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与此不无关系。高技术制

造业创造了 45%的产值，同时 TFP 对产出贡献率达到了 37%，这与该类企业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更加重视产品研发与创新投入以

及人力资本的积累的行业特点有关。

表 2 2015 年长三角三类不同技术特征行业制造业要素贡献率 单位:%

注:数据来源于 2015 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及笔者计算而得;表 3—表 5 同

另外，本文测算了 2009—2015 年长三角制造业 TFP 增长情况，如表 3 所示。总体上，TFP 保持了平稳提升，但是三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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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的制造业行业的 TFP 收敛于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中高技术行业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类行业以及总体平均水平。而中技

术行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倾向“重资本轻技术”式发展，因而 TFP 增长保持较低的水平，具备很大的提升空间。低技

术行业由于其并非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反而会因技术优化和创新拓展而实现 TFP 的稳定增长。那么，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就

是要提升中低技术行业的技术和创新水平， 从而提升该类传统行业的 TFP 水平，努力向中高端产业的生产率收敛。

表 3 2009—2015 年长三角不同技术特征行业 TFP 增长变化 单位:%

（二）TFP 的再分解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差距是导致 TFP 国别以及行业差距的唯一因素。诚然，技术进步是增进 TFP 非常重要的来

源， 尤其是对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本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而言。而近期研究表明，资源的相对配置效率也对 TFP 和经济增长率

产生影响：在整个经济中，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没有任何进步，只要有某种机制使得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向较高的企业

实现转移，那么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也将实现增进。
［6］

因此，这意味着可以在不增加要素总投入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提升

和产出的增加。同时，近十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说明制造业的效率的改善一定程度上正是源于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

业的再配置的机制所致。因此，本文关注到 TFP 增长中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
［7］

结合传统的 C-D 生产函数对 TFP 的增长率进行代数分解， 可以得到基于行业的 TFP 分解公式①：

其中，下标 i 表示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基于 C-D 生产函数的产出模型，本文对 TFP 增长率进行代数式的分解，探索通过提

升 TFP 来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分离出 LKPi、LLPi和σi三个主要部分，前两部分分别代表要素生产率，第三部分代表要

素配置参照效率，其中 、 可以理解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该行业生产活动中分别以产出弹性（资本或劳动力报酬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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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中份额）1/2 得到的产出水平，本文称之为参照产出水平。

经比较，此种方法与传统的索洛残差法下测算的 TFP 保持一致，同时却能延展开 TFP 增长率的组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

寻 TFP 增长的来源。进一步地，本文以长三角 2009—2015 年 29 个细分行业制造业数据为依据，分别测算了 LKPi、LLPi和σi三

项指标近 7 年的平均水平，见表 4。

表 4 2009—2015 年长三角制造业 29 个细分行业分解项平均水平 单位:%

从表 4可以发现，劳动要素的生产率增长整体水平仍然不高，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的劳动力的效率还有待提升，劳动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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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过程中还有很大的空间。长期资本作为主导型要素，一方面要注意提升资本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

面对于存在的机器设备等资本急需更新换代的问题也应该充分重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考核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按照上文的三大类行业分类，长三角高技术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

升速度最快，中技术行业次之，低技术行业则最慢，这是符合直觉的。

（三）TFP 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

进一步，本文建立能够反映制造业行业整体资源错配程度的指标：

上式中， 反映资源错配的广度， 即资源错配的行业数量与资源未错配行业数量的比值； 反映资源错配

的深度，即资源错配行业的σi绝对值之和与资源未错配行业的σi绝对值之和的比值。直观上，这两个比值越小，各行业总体上

资源错配的程度越低。

依据整体资源错配程度的测算方法，表 5列示了 2009—2015 年长三角制造业资源错配程度的变化情况。根据表 4 中的数据，

测算最近 7 年λ的总体值为 22.38，一定程度上表明长三角制造业内部的资源错配程度较为严重。同时，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

由于投资效率低效造成的资源错配程度尤为严重，虽然在此之后有所缓和但是在近几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凸显，资源错

配、误配的程度也随之增加。

表 5 2009—2015 年长三角制造业资源错配程度变化

在要素配置参照效率这一项，29个行业中的 24 个行业都呈现负向的配置效率，意味着要素配置参照效率为负，且在产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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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重灾区的重工业企业，这种负向作用更为明显，甚至达到了-4%左右，这对 TFP 的抵消作用非常显著。另外也从侧面反映了在

这些传统的工业领域，相对的资源配置效率在长三角制造业的困境中愈发严重，急需相关举措遏制低效的势头，从而充分发挥

各行业的要素比较优势。而医药制药业等五类高技术密集行业则保持不错的正向增长速度，与经济现实相符。

三、TFP 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按照如前所述的分解方法，本文认为 TFP 的异质性集中体现在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三个方面的差

异性。因此，本文实证部分选取的主要核心变量以及控制变量都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指标。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了实证验证长三角制造业 TFP 增长行业差异的影响因素， 且考虑到影响因素的累积效应，本文采用基于分行业数据的动

态面板模型：

具体而言，本文以资源配置相对效率（RAE）、市场竞争程度（COM）、产权结构的变化率(PRI)代表三个分解部分中的σi；

由于第三部分中的资源配置相对效率有正有负，为了便于计量回归，本文对该变量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该处理不改变数值的

相对大小；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内竞争程度的大小，从直观上来看，资源配置的效率的大小和行业的竞争

程度正相关。本文以企业数量的增长率反映市场竞争程度（COM）；产权结构的变化率(PRI)则以私营企业的资产总额占比来表

示，具体为“私营工业企业主要指标”中的“资产总额”占所在工业行业“资产总额”的比值，该指标侧面反映了私营企业进

入的行业壁垒，一定程度上反映“所有制歧视”程度，其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很大影响。
［8］

以资本深化增长率（CAD）代表分解部分中的 LKPi：具体方法为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后的“资产总额”与“年平均

从业人员”计算历年的人均资本量，再计算各制造业行业资本深化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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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SYS - GMM 实证检验结果

注:*､**与***分别代表在 10%､5%与 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系数等于 0 的原假设

以 FDI、研发经费（MON）与研发人员（NUM）代理分解部分中的 LLPi：其中，FDI 增长率使用经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平减的“外

商经济投资和资金来源”中“资产总额”计算所得；R＆D 经费（MON）、R＆D人员（NUM）选取各省统计年鉴中的“按行业分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情况”中指标，其中用消费价格指数对 R＆D经费投入进行平减。

（二）基本结果与结论

考虑到影响因素累积效应以及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 GMM 估计方法，报告了 GMM 估

计结果和相应的统计量。

本文首先进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检验，经检验没有证据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证明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另外，

在 5%的置信区间内拒绝原假设“扰动项一阶自相关”，接受原假设“扰动项无二阶自相关”，因而证明可使用 SYS-GMM 的估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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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在模型中加入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三个指标：资源配置相对效率（RAE）、市场竞争程度（COM）、产权结构的变

化率(PRI)。结果三者分别在 1%、5%、10%的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且资源配置效率（RAE）在所有的解释变量里，系数的相对

大小在所有变量中也较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当下全要素增长率增长作用明显，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资源

配置率每提高 1%， 全要素增长率就会相应提高 1.23%。PRI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私营制造业企业“资产总额”

占所在行业“资产总额”的比重增长越快，即行业间“所有制歧视程度”越低，行业的 TFP 增长率越高。

随后在模型中加入 COM 的二次项，COM 的一次项回归系数依然为正，说明制造业企业数量增长所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有利

于提升各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企业数量增长率每增加 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即会提高 4%，市场竞争引致资源配

置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效果较为明显。然而 COM 二次项回归系数在 1%显著水平上为负，表明市场竞争

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影响呈现“倒 U 型”特征。短期内，制造业的竞争加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但长期

内，企业数量过多过快的增长会产生挤出效应呈现抑制作用。

随后加入 FDI 变量，结果显示 FDI 对 TFP 增长率的影响为负，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这个结论与理论预期不符，但是

似乎也合乎逻辑：目前长三角“三来一补”形式的 FDI 技术含量低，技术外溢效应较弱，意味着长三角制造业目前引进的 FDI

没有促进所在行业 TFP 的增长。随后继续加入资本深化增长率(CAD)变量，结果显示对 TFP 的影响为负：资本深化增长率提高 1%，

TFP 增长率下降 2%～10%。本文认为中技术或资本密集型行业被配置更多的资本时，这些行业的资本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则资

本的边际产出相应减少，反映在产出效率上即 TFP 增长率会逐渐变慢。最后研发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的增长率与 TFP 增长率正

相关，与理论预期一致。

综上， 本文使用增长核算法估算了 TFP 增长率并且分解出资源配置参照效率， 结果发现 TFP 增长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通过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本文重点关注的资源配置相对效率与 TFP 增长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系数

居于比较高的水平，表明通过改善资源配置相对效率能够提高 TFP 的增长速度。另外， 研发投入等变量的增长率与行业 TFP 增

长率正相关，FDI 增长率和资本深化增长率则与 TFP 增长率负相关，表明在当前制造业发展阶段，单纯的引进 FDI 和加大资本投

资性投入会损失部分生产效率的成长，而加大提高创新研发的质量和投入仍然是 TFP 增长的主要动力。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讨论

（一）主要结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长三角制造业整体不振可能与资本驱动投资的模式相关。本文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关系，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分别测算了长三角制造业的 TFP 增长率以及各要素对产值的贡献率，发现

资本要素对于目前制造业的发展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中低技术的制造业行业。传统的经济理论将技术进步和 TFP 混为一

谈，笼统地认为 TFP 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之外不能解释的部分。本文基于 C-D 生产函数，对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再分

解，延展开全要素生产率的组成部分，最终从中剥离得到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与资源配置参照效率。经过测算显示，资本

生产率增长率较大，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小， 而资源配置参照效率在不同技术特征的行业中有正有负。实证检验了影响整体行业

TFP 增长的因素，资源配置参照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大。

（二）政策讨论

首先，逐步转变长三角制造业生产模式：由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型转变。低级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支撑了长三角制造业经济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高速增长， 但在资源要素价格飙升的今天，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已逐渐显现，保证长三角制造业在未来继

续保持平稳高速增长，必须实现增长方式向“效率型”的转变。进一步，根据上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资源配置效率为 TFP 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图 1 所示，沿袭长三角制造业生产方式的演变路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提高 TFP 应首先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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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经济扭曲问题，提升制造业中的资源配置效率，真正实现向效率型生产方式转变。

其次，以 TFP 为转型升级主线，纠偏资源配置中的低效、误配。一方面，应打破行业所有制歧视与垄断、增强市场竞争，

特别在部分行业增加私营企业的数量，有利于该行业 TFP 的增长。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大研发人员和经费投入，在中低技

术行业重点提升资本的效率和质量：增加研发投入，引进设备，使用更新的技术和工艺、应用更多的科技含量来进行生产。在

高技术行业则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劳动力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另一方面，有序分类减少 FDI 的投资，在

FDI 技术溢出的边际递减效应下，应该提升外资资本的质量，以此才能发挥 FDI 技术效应继而提升 TFP。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增

加低效率行业的融资成本，限制该类行业的资本深化速度，有利于提高整个制造业行业 TFP 的增长。

最后，围绕供给侧“三去一降一补”的具体任务，根据长三角制造业区域及行业发展的具体特征，提出长三角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对策：

1.长三角作为制造业重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突出，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产能过剩同银行的“软约束”要

素有关系，银行给予制造业源源不断的贷款是银行和企业加杠杆的主要表现，产能过剩一定程度上也是泡沫经济。化解产能过

剩，并非通过简单粗暴的直接关停来解决，而是通过兼并重组，使要素资源重新配置，抑或通过“一带一路”以及基础设施建

设等需求转移产能。

2.长三角制造业负债率较高且负债结构不合理。并不是制造业企业借债的数量，而是指制造业企业长期依赖于商业银行的

间接融资，缺少长期资本来源的渠道，直接融资方式受到体制的金融抑制。目前我国正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制造业企业的应以

此为契机，建立长效的资本市场机制，提高融资比重。

3.目前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成本上涨除了不断上涨的要素成本，此外还有制度性交易成本，如税费、行政审批、垄断性市场

的存在。对于前者，一方面应纠偏要素价格扭曲，避免要素价格的“虚高”，另一方面，唯有提高 TFP 才能对冲要素成本的上

升，为企业赢取利润空间；对于后者，地方政府要通过实施“降成本”的政策，采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物流成本和制度性交

易成本的“组合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需要大力发展长三角生产者服务业以及较大力度的减税减费。［9］

注释：

①具体计算过程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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